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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转变与政党政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卢晓

随着默克尔 16 年执政生涯的结束，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
红绿黄三党联合政府在德国对外政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在军
事安全方面开启了德国统一后最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在对外经贸领域也
愈发转向保护主义立场。这些改革一方面深刻冲击了默克尔时代谨慎务
实的对外政策传统，抛弃了德国战后长期秉持的克制文化，另一方面也
对欧洲战略自主和经济全球化产生重要影响，激化了德法在欧盟围绕领
导权的矛盾，打破了欧洲内部长期以来的战略平衡。

探讨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离不开对德国政治的基石——德国政党的
讨论。政党在德国政治体系中具有准国家机构地位，通过政党组织获取
政治资源、组织竞选活动、参与政府执政，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由于对外政策的专业性，公众偏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
党在公共场合传达的信息，这也给予政党在对外政策领域至关重要的社
会偏好塑造力和政策影响力。

一、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主要反映在三份官方文件、一份施
政声明和一次特别讲话中。第一份文件是 2021 年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
的三党联盟协议。作为执政联盟内部各党博弈与妥协的产物，该协议明
确了新政府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基本共识。而欧盟的《战略指南针》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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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战略概念》这两份文件，表明德国在欧盟和北约层面支持更为激
进的安全改革、军事目标和行动纲领。朔尔茨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发表
的施政声明则明确了新政府未来一段时期的对外政策方向。另外， 2022
年 2 月 27 日，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关于俄乌冲突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也可
以被视为新时期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变的关键表态。具体而言，新时
期德国对外政策转变反映在外交、军事、对外经贸和对华关系等多个方面。

首先，亲美的“大西洋主义”重新抬头，而强调欧洲国家战略自主的
“欧洲主义”影响则相对减弱。伴随着德国对美依赖的进一步加深，不
仅德法关系出现裂痕，合作受到一定阻碍，德国长期以来用于平衡欧洲
大陆安全关系的东方政策（特别是对俄政策）也出现了大幅变动。德俄
间的对抗和敌视代替了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成为德国政治的主流话语。
德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联盟的旗帜下，以“价
值伙伴”为名行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之实。

其次，在军事安全方面，德国改变传统克制政策，大幅增加防务预
算，并计划从美国购入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以迅速更新联邦国防军。其中，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和高达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国防预算，使德
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军费开支国。同时，德国深
度介入俄乌冲突，改变了“不向冲突区输送致命武器”的军事传统。

在对外经贸领域，德国政府虽然反对脱钩断链，但希望提高对外供应
链和产业链韧性，减少对单一国家市场、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在多样
化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同时，德国更加强调保护战略性基础设施的重要
性，并提高外资对关键领域企业和资产的收购门槛。

在对华关系上，德国政府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的同时，更加强调中国
作为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角色，通过减少政府对德企对华投资的政治担
保等方式，限制德企来华投资。德国政府试图将价值观和经济合作捆绑，
在对华政策领域甚至出现了“价值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以价值观念的
远近亲疏而非共同利益的大小决定其对华政策。

总而言之，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尝试改变二战后德国在军事、
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被动或受限的状态，对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的
考量逐步超越对经济利益重要性的强调。同时，德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
态色彩变得更加浓重，价值和利益的界限也更为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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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党政治与德国对外政策转变

德国对外政策是政党间竞争与合作的产物。不同政党在对外政策上立
场相异，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与北约和欧盟关系方面，联盟党（即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其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强调发展跨
大西洋伙伴关系，而社民党更希望争取欧盟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独立性。
相比之下，绿党更加强调欧洲委员会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在
对华政策上，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立场较为接近，强调中
德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但在合作与竞争在两国关系中所占比重，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对华政策同价值观捆绑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随着进入议会以及联合组阁的政党数量增多，政党间对外政策协调
的难度不断增加。2017 年联邦议会选举后，首次有 6 个政党进入联邦议
会。2021 年大选后，德国选择党、自民党、左翼党和绿党合计席位占比
44.6%，分得了联邦议会 736 个席位中的 328 席，比 2017 年的席位份额又
提升了将近 1 个百分点。而处于德国政党体系核心的联盟党和社民党的
选票比例和席位份额在近年来不断下滑。与此同时，新社会议题和选民
诉求在政治上难以得到有效回应，社会矛盾随之增大。这增加了政党格
局的不稳定性，给民粹主义政党、极端政党在对外政策领域扩充影响带
来了机会。为调动选民兴奋点，部分政党在对外政策领域标新立异，例
如将对华政策上升为共识政治，煽动意识形态对抗等。

由于单一政党很难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德国
对外政策制定依赖于政党间通过谈判而形成的执政联盟。然而，由于缺
乏强制手段，执政联盟面临联合决策的困境。在执政联盟成员间政策偏
好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掌控特定政府部门的政党可能会试图利用其
部门权力、行政资源和专业知识，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违背联盟整体利
益，努力将政府政策推向符合本党偏好的政策立场。这在外交政策方面
表现尤为明显：2022 年 11 月 4 日，当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由 12 名德国
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掌控外交部的绿党却公开抨击朔尔
茨的访华决定，认为德国应当重新确立对华“战略自主”（strategische 
Souveränität），在对华政策上也应迎来“时代转折”。多党联合政府的执
政逻辑要求政党间的协作与妥协，但当各党分歧过大时，政策协调往往
难以进行。由此产生的政治僵局虽然能够限制对外政策发生剧烈变化，
但也制约了德国政府的政策纠偏能力。与此同时，政党可能绕开联盟伙
伴，诉诸自身政策表达渠道，试图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政党矛盾可能投射到社会层面，成为导致德国对外政策不稳定的又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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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源头。

总体而言，当政党格局相对稳定、以联盟党和社民党为核心的主流政
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德国对外政策容易保持相对稳定和较强的连续
性。然而，当政党格局变动、主流政党影响下降而边缘政党崛起时，政
党竞争加剧，执政联盟内部各个政党更倾向于追求容易实现的短期利益，
在对外政策制定中或为追求政党特殊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由此增
加了德国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三、我方应对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上强调，要“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
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德双方应在
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
则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中方
应注重了解德国不同政治派别对华态度和政策立场，发展同对华友好政
党间的合作关系，推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对华关系保持延续性、客观性、
理性化，缓解由于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对抗冲突，防
范因德国内部政党斗争以及总理府与外交部之间的矛盾对中德关系健康
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中欧政党高层对话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等多边、多层次的平台和机制，加强同德方政党的广泛接触，推
进务实合作，凝聚扩大在双边关系上的共识。

尽管目前中德双边关系面临重大考验，但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在
国家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领域没有根本性利益冲突，共识多于分歧，合
作胜过竞争，是伙伴而非对手。在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中国战略文件即
将出台之际，中国的对德、对欧政策更需排除“脱钩”话语的不利干扰，
避免掉入“制度对手”的语言陷阱。伴随德国政治中对地缘因素的考量
超越经济合作、价值观念重于现实利益的变化趋势，中德不仅应在经贸
领域也应在政治领域寻求共同价值与利益，更应在国际安全领域加强沟
通与协调。


